
这种地理位置使宁波距日

页。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是东亚的近邻。若以地区而论，则宁波

（明州、庆元）同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这种特殊的关系是由宁波优

越的地理位置和无与伦比的内在条件所决定的。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属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夏季西

南季风盛行，北赤道的暖流即从印度洋经南海、东海流向日本；春

季在东北季风的吹送下，北冰洋的寒流又绕经日本循东海南下，这

就使帆船行驶往返于日本与宁波之间十分便利。从港口位置来

看，“宁波三面际海，北面尤孤悬海滨，吴淞、海门呼吸可接。东出

镇海，大洋辽阔，南连闽粤，西通吴会。舟山突出，中洲延袤四百余

里，控扼日本诸蕃，厥惟咽喉之地”。

航距最短，往来便捷。如大中一年本“对马、壹岐诸岛最近”，

年，承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日僧惠运、仁好、惠萼等乘张

支信的唐舶，自明州望海镇东航到值嘉岛的那留浦，趁西南风只用

年，贞观四年）九月三日，日本真如法亲王天。咸通三年（

夜即渡天

再者，宁波地区河网交织，与南北大

人从值嘉岛趁东北风扬帆起航，其疾如矢，仅

至明州杨扇山下的石丹岙。

运河贯通，这又使宁波港拥有富庶的江南经济腹地，成为理想的内

河外海联运港、丝绸陶瓷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和以日本为东端的南

海东海贸易圈的枢纽港。此外，宁波又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发祥地。

雍正：《浙江通志》，海防。

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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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因朝鲜半岛新罗

唐宋时代最受日本尊崇的天台宗，其发源地即位于明州西南的天

台山。明州天童寺更是日本重要佛教派别曹洞宗的祖庭。再加上

阿育王寺、瑞岩寺、雪窦寺等众多名刹，吸引着日本遣使和学问僧

前往宁波。正是上述种种，奠定了宁波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地位。

宁波同日本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五个时期。

众所周知，长江下游是中国水稻起源的中心，传入日本的“稻

米之路”最大可能是以接力棒的形式，从长江下游传到山东半岛、

朝鲜半岛、日本九州。而宁波的河姆渡是中国水稻的起源地之一。

因此不少中日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与日本绳纹文化之间可能存

在某种关联，宁波可能是中国早期文明向日本传播的重要出海口

之一。此后，中国的《三国志》和《后汉书》、《魏书》等史籍记载，秦

始皇所遣方士徐福的东渡地为亶洲，亶洲之民以后常至会稽贸易，

而会稽也有人因入海遭风漂流至亶洲，亶洲在会稽以东，所在绝

远。后人据此推测亶洲即为日本。此外，宁波民间还流传着徐福

系从宁波达蓬山东渡日本，甚至还留有所谓遗迹遗存。上述种种

推测、传说虽不能作为信史，但恰恰也可从另一角度说明，从春秋

战国时期起，已跻身于碣石、转附、琅琊、会稽等五大港口之列，并

成为浙江和长江下游最大出海港的宁波，到秦汉南北朝时期，已大

大拓展海上活动的范围，并同日本发生了较多联系。从远古时代

到魏晋南北朝为宁波与日本关系的第一时期。

在隋唐五代第二时期，宁波同日本的交流出现了崭新局面。

从隋代起，日本开始全面学习汲取中国文化。最初，日本遣使团的

登陆地主要在山东半岛的登州一带。

崛起，威胁日本入唐的北路黄海航线，于是改走南路东海航线，从

长江口的扬州或杭州湾的明州等地入唐，这就是《新唐书》东夷传

所谓“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东海新航线的开辟大大

提高了明州在中日交流中的地位。随着明州私商的日渐活跃和瓷

器、丝绸输出的不断增加，日本留学僧也纷纷到东南佛教圣地浙东



年，宽平六年）停止派遣遣唐使后，两国邦交

求法参禅，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天台宗遂由此从宁波东传日本。正

是在这种背景下，唐代宁波港不但成为和交州、广州、扬州齐名的

四大港口之一，而且逐步确立了中日交往的首要港地位。由于唐

末政局动乱，民生凋敝，再加日本在大量吸收唐文化后也须消化，

因此从乾宁元年（

遂告中断。但中国商人和日本僧侣往返两国之间反而频繁。五代

十国时期因吴越国坚持发展经济，不介入中原内战，加上民间私商

的继续发展，中日商贸仍然相当频繁，明州更成为中国对日本交通

的唯一港口。

年），宋元时期宁波港的地位继续提升。北宋淳化三年（

明州在继唐代广州之后，也设置了市舶司，并渐次确定了东方贸易

大港的地位。就与日本关系而论，北宋中期、南宋中期两次规定明

州（庆元）为中国对日经济文化交流的法定港口。唯此时日本仍处

于文化摄取的饱和状态，失去继续向中国遣使的热情，故两国邦交

仍然未能修复，而宋政府为解财政困乏，积极鼓励民间海外贸易，

因此以明州（庆元）港为中心的中日民间贸易在唐代基础上又有较

大发展，达到鼎盛阶段。明州地方政府同日本大宰府间因贸易关

系也屡有信札往来。文化交流方面，当藤原时代在吸收消化唐文

化基础上创造出颇具本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后，平清盛时期又开始

大规模移植宋文化，由此引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高潮。明州（庆

元）凭藉其发达的佛教文化，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两国文化

交流的重要窗口和纽带，这种交流的主要形式则是两国佛教僧侣

的互访。元代虽然两国政治交恶，但以庆元港为枢纽的中日民间

贸易仍在继续发展，以僧侣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也仍相当频繁。只

是与南宋中期后两国商人双向往来相比，此时成了日商单向来庆

元贸易。

明代宁波同日本的关系可用“曲折”两字予以概括。根据明政

府的规定和大陆沿海港口的分工，宁波从明朝立国之初便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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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专通日本的港口，即中国与日本交通的唯一港口和仅同日本一

国交通的港口。这虽然限制了宁波同其他国家的交往，但也进一

步提升了它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从而使宁波与日本的交往更加

密切，地位更为特殊。由于明政府实施比前朝保守的海禁政策，而

日本室町幕府则推行形式上承认藩属地位，与明朝通好的政策，于

是便形成了非常态的朝贡勘合贸易体制。在此体制下，中日两国

的邦交得以恢复，两国使节的往返也不绝于宁波，但就商贸和文化

交流而言，则主要表现为日商、日僧的单向来华。随着中国江南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室町后期日本

国内战乱，幕府失势，以宁波舟山群岛为中心的中日私人贸易便趁

势崛起。这种不合法的私人贸易与海禁政策冲突的结果，导致了

由宁波发轫，历时数十年的“倭乱”，从而在宁波与日本的关系中添

上了阴影。

清代为宁波同日本关系的第五个时期。当时宁波同日本的交

通格局又有新的变化。就中国方面而言，自康熙帝开放海禁后，对

日本的交通出现了各港多元发展的趋势，特别是随着上海、乍浦港

的崛起，宁波失去了自五代至明中后期形成的对日交往的垄断地

位，但仍发挥着同日本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港作用。日本方面因

江户幕府实施锁国政策，致力于自身文化的建设，两国邦交从明嘉

靖年间中断后始终未能修复，两国交往也表现为仅有清朝商舶单

向驶往日本长崎。其间清朝对日本铜的需求不断加大，而中国向

日本输出的丝和丝织品却呈下降之势。就文化交流而言，中国文

化在总的发展水平上仍高于日本，但日本已将全面吸收改为有选

择的引进。这种引进主要通过明末遗民和秘密招聘得以完成，其

中宁波的朱舜水对此贡献最大。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国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两

国交通的性质也随之有了质的变更，因此本书将研究下限暂定为

清代后期的鸦片战争。以后若有机会，将再下延研究。



通过上述五个阶段的交通往来，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日中两国

的经济文化发展，也谱写了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不朽篇章。

期间虽也有冲突和波折，但主题始终是和平友好。由于宁波在两

国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因此研究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这一课

题，既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有利于今天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

鱼沉何处问？”行笔至此，最值得感念的还是那些为了促进中日经

济文化交流而不顾远航跋涉的艰险，默默无闻地做出牺牲奉献的

两国士子、僧侣和商贾。



一、汉代以前宁波向日本的移民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它的发展历史中，其与外部的交流自然显

得格外重要。因此，日本与中国的交流不仅构成了日本历史的重

要内容，而且，也有力推动了日本历史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日本社

会的面貌。由于宁波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宁波与日本之间的交往

历史十分悠久，在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史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宏观地看，宁波与日本交往的长期历史又表现出若干阶段性特点，

交流的方式在各个阶段中不尽相同，交流中的主角也有所转换。

若以遣隋使、遣唐使为历史界标，那么，其前自上古迄魏晋南北朝，

可以认为是双方交流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尽管自汉代开

始，有使节往来，但由于当时或以朝鲜半岛为中介，或走北路航线，

因此，与宁波没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宁波先民在不同的时间

移居日本，从而带去了先进的中国文明，对日本历史的进步起了重

要的推进作用。因此，移民在这一阶段中既是传播先进文明的主

要渠道，也是宁波与日本关系的早期形式。

日本的历史一开始就表现出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与大陆

文化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开始，

距今约 万年前，地质学上的更新世时，日本列岛南北两端通过

“陆桥”与大陆相连结，当时日本处于旧石器时代。从一些遗址中

发现的石刀型石器与人的体质特征看，日本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



而以稻作农耕

年至公元

年左右，日本逐步形成

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这是大

的关系，可能是中国人通过陆桥，为追赶动物等原因，从西伯利亚

滨海沿岸，从中国华北、东北

陆迁徙日本最早的移民。

万年前，进入地质学上完新世，陆桥因海面上升而被

河姆渡文化及后续文化对日本绳纹文化的影响

距今约

年至公元前

淹没，日本列岛与大陆脱离，日本处于绳纹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

代。大致是公元前

有独特风格的固有文化。但细石刃文化与操截石斧除了出土于日

本外，也还分布于中国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东部，这就说明这一

时期的日本与大陆文化仍有一定的关系。考古发现又表明，石块

是日本绳纹前期的代表遗物之一，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在长江中

下游也有广泛分布，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日本绳纹前期的石块直接

受到长江流域影响。又，出土于日本绳纹前期的漆梳，在河姆渡文

化时期的漆器中就可找到它的源头。事实上，宁波在长江下游中

是最具有航海条件的地方，因此，我们推测绳纹前期，河姆渡先民

有可能漂流到日本，成为宁波去日本最早的一批移民，并对日本的

史前文明产生影响。

移居日本的河姆渡先民，除了带去制作石块、漆器的技术外，

应该还带去稻作技术。然而，日本学者赤泽建先生在《日本水稻栽

培》中认为，日本稻作最早出现于绳纹文化晚期。

经济为主要生活来源却是在弥生时代（公元前

年）。因此，一种解释是：可能因为气候等原因，稻作在日本绳纹前

期仅仅是一种萌芽状态，稻作技术在当时乃至长期并没有对日本

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不少中日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与日本绳纹文化之

间有可能存在关联，并认为宁波是中国早期文明向日本传播的出

期。年第［日］赤泽建：《日本水稻栽培》，《农业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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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的关联无疑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河姆渡文化、海口。

其中，石锛是用来

良渚文化向日本传播的内容包括稻作、石块、漆器、建筑、石锛等。

制、刨削木构件、木器、制作独木舟等的木制物

的复合工具，河姆渡是发明、使用石锛的起源地。日本福冈和佐贺

的吉野星等遗址也出土中国式石锛，主要是台阶型和凹槽型石锛。

这表明至迟在日本弥生时代，中国式石锛可能已传入日本列岛，从

日本出土的石锛型式来看，似乎由河姆渡向北逐步传播的可能更

大。但即使不是从河姆渡直接传入日本，而是间接的传播，由于河

姆渡是石锛的起源地，因此，河姆渡的石锛与日本的石锛存在着历

史的关联是完全可能的。

其实，文化传播不仅在地域上既有直接的传播，也有间接的传

播，在时间上，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逐次长期才能产

生实际的功效。从日本稻作最早出现于绳纹晚期来看，绳纹晚期

宁波先民可能再次移居日本。据此，宁波地区的稻作技术对日本

社会产生影响的时间应该是在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之交。

世纪，日本绳纹时代过渡到弥生时代，这是日本社会

越国遗民东渡日本对日本弥生文化的推动

公元前

的巨大进步，有的历史学家把弥生时代的转折与大化革新、明治维

新并列为日本历史上三个重大转折。并认为这突如其来的日本弥

生文化绝非日本绳纹文化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高度发达的外来

文化介入的结果。日本学者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日本学者发

现，弥生人的骨骼与绳纹人存在明显差异，到弥生时代后期，这种

区别又逐渐模糊，因此，认为在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之交，有一批

月版。年国出版社，

毛昭晰：《稻作的东传和江南之路》，《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

期。年第王心喜：《江南地区远古居民航渡日本试论》，《海交史研究》

期。年第周南泉：《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文物与考古》

年第 期。①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



年被秦所灭为止，存在于河

外来人从朝鲜南部来到九州西北部，他们给日本带来了以金属器

与水稻农耕技术为代表的文明，后来，又与当地的绳纹人混血，也

即在绳纹晚期和整个弥生时代，日本、中国及朝鲜半岛有交往，这

就是多数日本学者认为的外来人“渡来说”。

海内北经》中说：“倭属我国最早论及“倭”的文献《山海经

燕”，燕是中国战国时代至公元前

北北部、辽东辽西一带的国家，日本今冲绳县城岳贝塚曾发现战国

时期燕国的明刀钱，可见日本与燕国有来往，或倭居于燕的影响之

下。然而，移入日本的中国人不止一条路线，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

先生指出，弥生时代早期移民中，从江南一带越海东渡的吴越移民

占据了主体地位。

年，楚威王熊商灭越的时间相当于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

年，越为楚所灭，越国遗民因亡国

日本绳纹晚期，与日本进入弥生时代时间相差约百年左右。因此，

非常可能的事实是，公元前

因此，越国遗民徙居日本的重要贡献不仅

避乱从宁波出发驾船东渡，带去了水稻栽培技术，这与日本稻作最

早出现于绳纹晚期，时间恰好相契合。越国移民通过百年左右的

努力，在使稻作经济成为日本主要生活来源的同时，也使日本社会

演进到弥生时代。史载，越人擅长纺织细麻布，越王勾践为了讨好

吴王，乃“使女工织细布献之，以求吴王之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

葛，以作黄丝之布”。

在于带去种植水稻的技术，也可能带去了纺织等其他先进技术，从

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巨大飞跃。而且，这种飞跃不会仅仅局限于

水稻种植，而是必然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就经济而言，就是进入

了耕织结合的弥生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徐福东渡一事。关于徐福东

“徐福东渡”与秦民渡海

中日交往在秦代

《吴越春秋》卷五《勾践归国外传》。



徐福止住不还的地点明确为“亶 ，。成 书时

渡最早的记载是《史记》，《史记》多次提到此事，说徐福先后两次入

广泽，止王不来，”

海，第二次率领童男女三千人，并百工携带谷种等。然后，“得平原

这事在《三国志》中又有了大的变动，“遣将军

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

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年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

药，止此洲不还。

间晚于陈寿《三国志》的范晔《后汉书》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增补改

动，并把这段事附在《倭人传》中，也就是日本之后，可能是把亶洲

看作日本的一部分，至少是和日本有关的地方。这样，就把徐福传

说和日本连接了起来。

世纪初成书的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汪向荣先生认为，从

世纪末为止，至少本书纪》中，对徐福故事只字未及来看，一直到

在中国还没有把它和日本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到那时止，无论中

日两国中的哪一方，都没有认为徐福所留止的地方就在日本。

世纪中叶五代后周时，首确指徐福留止之处为日本，可能是在

先提到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留止地在日本的是义楚的《六帖》，

而不是在正式的史籍中。从宋朝开始，这种传说就作为诗词文章

的题材内容了，如欧阳修的《日本刀歌》，李白的《古风》等等，

年，北畠 亲房撰的《神皇正统记》中开始记入徐福东渡留止日本一

事，此事后在中日两国传播。

综观史书记载，有两个关节点存在明显的问题，第一，徐福泛

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按，文中指亶洲）不还”。这只是根

据孙吴“长老传言”，而传言本身缺乏依据，不能说可靠。其二，范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王列传》。

《三国志》卷四七《吴孙权传》。

页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

《义楚六贴》卷二一《国城州市部》



吴越移民入海东迁于日本西南沿海

中关于“其

晔把徐福事附在《倭人传》后，意在认为亶洲与日本有关，但这没有

什么根据。更大的要害是，“止此洲”到“止此国”的变动，缺乏可信

的证明，亶洲其实不是日本。

由于作为原始材料在关键处多有漏洞，所以，徐福到日本之说

就不能认为是历史事实。汪向荣先生说，传说有一定根据，但这个

根据是指中国移民的史实，不是指徐福渡海到日本这件事。因此，

徐福东渡至今得不到实证的支持，应该把它看成是中国移民于秦

汉之际，为避乱而东求乐土到日本这一历史现象在文献与传说中

的反映，这样比较妥当。

至于徐福东渡出发地的问题，也无从确证，所有的分析和古迹

都只能证明它的可能性。而最重要的是，在徐福渡海到日本这一

前提很难成立的情况下，出发地是否是宁波，对于中日关系史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

牟罗国，大概指今济

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船只确曾有漂流到朝鲜半岛南部的记

录，如《隋书》卷八一《百济传》载隋战船飘至

州岛。因此，也可作一设想，徐福率领避役的秦民渡海，遇风漂流，

辗转到达朝鲜半岛上乐浪、带方二郡，后裔又在弓月君率领下移居

日本，即历史上的“秦人”。这一设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是没有

可能。当然，这仅仅是设想而已。历史上有些事在不能得到确证

时，设想是可以的，关键是区分清楚设想与史实，不能把设想当成

史实。

尽管徐福东渡日本带有传说的成分，但它证明了这样一个事

实，秦汉之际，出现过一次“规模空前、历时长久的民族迁徙浪潮，

大批移民入海东求乐土”。

吴主权传

一些岛屿，他们利用海上通道，与故地宁波一带保持着往来，还进

行一些贸易活动。《三国志》卷四七《吴书二

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王勇、中西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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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织”与大陆文明的东播

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的记载即透露了这一信息。同书又云，

“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至亶洲者”。可知越人移居日本的

原因，除了政治变乱外，也还有航海中遭遇风险而漂流至日本的情

况。

吴越先民的出海地应在宁波一带，他们移居日本各地，将他们

的先进技能、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带到那里，并在土著中传播，因

此，从史前到秦汉之际，是越文化通过多次移民向日本传播的阶

段。

两汉、三国时期使节往来与东吴制镜技术的东播

到西汉王朝，中日交往出现新的情况，《汉书》卷二八下《地理

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云。

也就是说，其时倭人形成一百多个部落国家，每年总要在一定时间

来乐浪郡朝见。这是日本人通过与朝鲜半岛的中国统治机构的汉

人接触，来吸取中国文化，与以往的中国移民有很大不同。可以这

样说，中日使节交往最早应该开始于西汉。

年）倭奴国王向东汉朝贡，光武帝赐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

年）倭国王遣使向东

世纪，日本列岛出现部落

以“汉委奴国王”的印绶。安帝永初元年（

汉王朝“献生口”（奴隶或其他人员）

年）起，十数年间邪马台国向曹魏四度遣使，献生口，及斑

联盟国家邪马台国，与当时三国时期的曹魏往来不断，从魏景初二

年（

锦等等，魏景初二年（

布、倭锦，曹魏政权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并赏赐绛地交龙

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献斑布二

匹，

匹二丈。卑弥呼死后，其宗女壹与遣使来朝，曾献异文杂锦二十

通过这些往还，日本遣使者目睹魏的壮丽宫阙和纺织品，引

魏书三《三国志》卷三 倭人传》。



世纪

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巨大兴趣，从而推动了日本常弥生文化的进

步，从斑布到“倭锦”或“异文染锦”反映了日本纺织技术的进步，这

可能与倭国使节不断来中国朝见有关。总之，汉魏时期，中日关系

主要是官方交往，日本遣使朝贡与汉魏封赐。

但另一方面，移民活动在这一时期可能仍有发生。

至

年代以来，日本各地古坟中发现大量边缘断面呈正三角形，背面中

央纹饰以米浮周代的神和兽为母题的铜镜，学术界称为“三角缘神

兽镜”，伴随出土的还有一些三角缘佛像镜，存续年代在公元

世纪左右，即属于东吴镜，系吴地工匠铸造，可能是吴地工匠东

渡日本所铸。这些制镜工匠东渡日本时不但带去了先进的制镜技

术，而且，也广泛传播相关的文化。

东吴南朝时期江南文化向日本的传播

世纪初到 世纪前半叶，日本进入考古学上的古坟时代。

大和朝廷统一全境，成为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日本

吸纳中国大陆文化的重要时期。

从 世纪初开始，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纷争，倭

国援助百济，对抗高句丽与新罗。在战乱中，流落在朝鲜半岛南部

的许多中国人乃至朝鲜本地人为避战乱，不能不南流，越海到日

本。这一阶段来日本的移民主要有秦氏、汉氏和以王氏为首的文

氏集团。他们长于养蚕、丝织手工业技术和精通典籍，被称为“新

汉人”。

迁居日本的移民，大多有技艺之长，他们对日本社会的贡献是

多方面的，很受日本朝廷的重用。如充任倭使到刘宋的司马曹达

可能就是熟悉江南情况的东晋移民。雄略天皇时代，数次出使刘

宋的身狭村主青也是一位从江南东渡日本的移民，是孙权长子孙

年 月版民》，《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

年 月版；王勇：《古代日本的吴越移林士民：《万里丝路》，宁波出版社，



倭人初通中

年）、升明二年

登后裔东渡的移民，他在日本与南朝的交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与身狭持主青一同出使的桧隈民使博德，也是中国移民。

又如和药使主一族则可能是梁帝肖衍的后裔，因医术为日本朝廷

重用。

年）至刘宋升明二年（

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除了民间移民外，也有官方的活动。根

据中国史籍记载，自东晋义熙九年（

年）、元嘉二

年）、元嘉十五年（年（

年）止，倭国、珍、济、兴、武等五个王于永初二年（

年）、元嘉七年（ 年）、元嘉二十年

年）、大明六年（年）、元嘉二十八年（

年）先后八次派遣使节去东晋、刘宋王朝，请求赐予封号。有

的学者认为当时倭国使节与南朝的交往，可能还是通过朝鲜半岛

进入中国的北方，然后再南下。《文献通考》卷

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

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则以辽东中国土地故也”。

朝（

正如木宫泰彦先生所说，这里所说的南道并不是指文武天皇

年）以后的遣唐使从筑紫取道南岛，或从值嘉岛出

发，一直横渡东中国海以扬子江口的航路，而是针对倭女王卑弥呼

的使节自带方郡经由辽东陆路而到达魏都洛阳的那条北路，指从

百济横渡黄海而言。因此，这一时期尽管日本多次遣使通聘，但由

于航线的原因，日本与宁波之间没有直接交往。

东晋南朝时期，中日关系的内容除了民间移民以及遣使、封赐

外，主要是两个方面：

江南文化以百济为中介传入日本。百济的文化受梁朝的

影响颇大，而日本则通过百济输入南朝的儒学、佛教和其他。《日

本书纪》继体天皇七年（ 年）六月条云：“百济⋯⋯贡五经博士

月版。

年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王勇、中西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年）二月，四名江南缝

年，雄略天皇十二年）四月己卯，日本遣身

年正月，身狭村宋青与刘宋使者带刘

宋所献的“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回到日本。

可见天皇遣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从东晋南朝招揽人才，输入文化，

引进技术。

这里重要的是，这些“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等”是由哪些

人构成的？与宁波有没有关系？据史书记载，南朝初期，刘裕在消

灭前秦之后，曾把关中的百工迁到南方，并将其中的织锦工匠集中

起来，在丹阳（今江苏南京）组成了斗场锦署，以后斗场锦署便成为

江南主要的官府纺织作坊，所以，刘宋织工中可能有来自关中的织

历本、种种药物。”肖梁承圣元年（

段杨尔。”这是五经东传日本之始。三年后，又“贡五经博士高安

茂，请代博士段杨尔。”肖梁承圣二年（ 年，钦明天皇十四年），

依例交替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日本又要求百济进献“卜书、

年，钦明天皇十三年）十月，

百济圣明王遣使“献释迦佛金刚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

并上表赞颂佛法功德，这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之始。又有迁居百

济的吴人贵信，将江南的琴艺传到日本，经由百济传入日本的还有

盛行于江南的伎乐舞等。

日本多次遣使招请江南的织布和裁缝技工。东晋时，应

神天皇遣阿知使主人吴，《日本书纪》应神天皇三十七年（约当

年）二月条载：

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

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

道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者，由

是得通吴。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

女。

应神天皇四十一年（约当

织女工随倭使到达日本，并在各地传授技艺。

刘宋泰始四年（

狭村主青等出使于刘宋，



这表明句章妇女已经能从事精工细织。六朝

锦工匠。另外，江南本身就长江下游浙江地区而言，越人早在西汉

以前，就以纺织著称于史，孙吴时，政府曾大力提倡种桑养蚕，发展

丝织业。吴国虽没有“织纺”作坊，但后宫设置织室，在宫廷织室中

从事织纺的劳动者中就有句章人，陈寿《三国志》中说：“吴主权潘

夫人，会稽句章人也，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俱输织室，权见而

异之，召充后宫”，

五月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尺

税制大体采用户调制，即按户征收赋税，民户纳调粟和调布。南齐

武帝永明四年（

。鄞、鄮、句章、余姚时属扬州会稽郡，交纳赋转主布，一分取钱”

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此，期限严峻，民间

要是粟和布。为此，四明地区产麻多，民间织布也多。沈怀文在谈

到浙东赋税时也说：“

这说明这里的纺织业已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

发展到一定水平。因此，在去日本的“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

等”中很可能也包括句章（宁波）的织工和缝女。

《魏书

三国时期，日本列岛上居民衣着的纺织与缝制技术还十分落

后，据《三国志》卷三 倭人传》云“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

《魏书

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可见，

其时衣裳饰甚时简朴，但到了日本古坟时代，从出土的陶俑“埴轮”

看，当时女子穿上下身分开但成套的裙服，男身着裤，显然要比《三

国志》卷三 倭人传》中描述的情况进步好多。可见，通过

刘宋一批长于纺织缝纫技术的工人的到来，把先进的缝纫技术引

入日本，使过去简陋的衣着方式发生显著的变化。

如前所述，东晋南朝时期，日本以百济为中介全面吸纳江南文

化。需要指出的是，吴越文化在江南文化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而

《三国志》卷五 吴书 潘夫人传》。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宋书》卷八二《沈怀文传》。



宁波与吴越文化在文化意义上自然是相关的。因此，如果超越了

地域直接的角度，而是从文化交流层面来考虑，汉魏东晋南朝时

期，是日本主动吸纳中国文明特别是吴越文化的阶段，而这也是宁

波与日本关系史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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